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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游戏－体育叙述学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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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游戏叙述问题是游戏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的探究一直不够充分。体育传播学研究注重对竞

技赛事的拍摄和解说，电子游戏研究则从电子游戏的生成机制出发，试图证明游戏是有别于文学、电影的新的叙述

方式。本文从符号学与广义叙述学理论出发，对游戏叙述问题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观点，试图重新定位游戏的

研究对象，说明游戏文本的特殊的结构特征，并由此出发，解释游戏叙述所具有的特点。

关键词：游戏；叙述；互动；伴随文本

中图分类号：Ｉ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３５９（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３０－０５

作者简介：宗争（１９８４－），男，山东济南人，四川大学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符号叙述学研究。

　　游戏叙述，作为演示性叙述的一种，其实一直颇
受学界的重视。一是体育传媒研究：体育赛事的直
播、转播与解说，作为对体育竞技赛事的一种特殊的
“再叙述”方式，已经成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一
个重要内容。一是电子游戏研究：电子游戏叙述与
文学、电影叙述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代电子游戏研究
的一个重要的论题。然而，两种研究虽各已有丰富
的研究成果，却并没有在理论上充分而有效地融合。
究其根本，二者缺乏共同研究的理论和对话基础，各
方的研究者无法在同一论域中进行探索。
符号学被誉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公分母”，“是人

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共同的方法论”［１］。今天，在游
戏符号学与广义叙述学理论的引导下，或者我们有
可能尝试统一地来解决这看似分属两个学科的问

题，结束游戏研究的分裂局面，统合游戏的广义叙述
学理论。
一、重新认识游戏
无论是体育竞赛还是电子游戏，包括儿童游戏，

都符合一个共同的定义：游戏是受规则制约、拥有不

确定结局、具有竞争性、虚拟作假的人类互动活动。
在游戏研究领域，“玩乐”（Ｐｌａｙ）与“游戏”（Ｇａｍｅ）的
区别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美国体育史和体育社
会学专家阿伦·古特曼称：“本能的游戏（ｐｌａｙ）可以
被看作是纯粹的自由王国，但大多数的游戏（ｇａｍｅ）
都是有组织的，有规则限制的。”［２］５。游戏，作为一
种有组织的人类活动，需要将无竞争性的“嬉戏”和
“玩耍”排除在外。
游戏活动本身就是人类组织符号，遵循规则，制

造意义的结果。任何一次游戏活动，都可以被视为
一个完整的符号文本，构成一个“游戏实例文本”，并
运用符号学理论对其进行细致的解读。符号学关注
符码的传播和意义的生成过程。而游戏，作为一个
特殊的表意文本，拥有不同于其他符号文本的特殊
符号传播结构。也正因如此，如果只是单纯利用“发
送者———符码信息———接收者”，这一经典传播学中
的单一线性模式，就很难穿透游戏文本传播的复杂
和精微之处。
游戏是人类设计、参与并观看的活动。因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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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活动至少勾连着三个在逻辑上具有连贯性的抽象

符号身份：游戏设计者、游戏玩者和游戏观者。
通过游戏规则的设定和游戏环境的设计，游戏

设计者将具体的意义固定在游戏动作之上，为游戏
植入潜在的意义架构。然而，如果设计出来的游戏
架构无人参与，这仍然不称其为游戏。游戏架构必
须经由具体玩者的参与才能够得以激活。在游戏意
义的生成过程中，游戏的玩者（即参与者）具有两方
面的意义。一方面，他／她是游戏架构的服从者和实
施者。笔者特别使用“玩者”（ｐｌａｙｅｒ）一词，而不是
“游戏者”（ｇａｍｅｒ），是因为要在二者之间作出特别
的区分。玩者就是游戏的人，是主动参与游戏进程
的人。游戏者则特指游戏内文本对于参与者的要求
和规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她通过遵循游戏规
则，接受游戏设定，将游戏设计者抽象的游戏架构设
计变为现实的、活生生的行动。而另一方面，他／她
也是新的游戏行为和意义的创造者。他／她通过具
有主观能动性的行为，在游戏活动允许和认可的范
围内，制造新的游戏意义，甚至，他／她也可以通过违
反规则和触碰游戏框架的边界，来实现游戏中“利益
的最大化”，从而丰富并开拓新的游戏意义。
游戏的研究者或是将游戏作为研究佐证的学

者，在“游戏中玩者是否自由”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小
的分歧和争议。
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从教育学角度对儿童游戏

进行研究的学者，通常强调游戏规则对游戏玩者的
限定性作用，他们通常会有这样的疑问：“如果一个
人服从组织管理，又怎么能处于自由的国度里呢？”
而他们也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钳控，或是教育
对人的塑造作用等角度，来申明游戏的不自由性。
而哲学家们，如康德、席勒、伽达默尔等，则视游戏活
动是“自由”的。他们从游戏架构所创造的自足的游
戏世界，和游戏玩者在游戏活动中所获得的自在的
意识和心理体验，来说明游戏世界和游戏玩者意识
的自由性。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游戏”
（ｓｐｉｅｌｅｎ）一词频繁出现，超过６０次，常见的词语搭
配如：“内心诸能力的游戏”、“认识能力自由的游
戏”、“想象力的转瞬即逝的游戏”、“感觉的自由的游
戏”等。康德认为：“艺术甚至也和手艺不同：前者叫
作自由的艺术，后者也可以叫做雇佣的艺术。我们
把前者看作好像它只能作为游戏、即一种本身就使
人快适的事情而得出合乎目的的结果（做成功）；而
后者却是这样，即它能够作为劳动、即一种本身并不
快适（很辛苦）而只是通过它的结果（如报酬）吸引人

的事情、因而强制性地加之于人。”［３］游戏乃是“一种
本身就使人快适的事情，而得出合乎目的的结果。”
熟悉了游戏的传播过程，这一问题就不难解释，

这一争议也就不难调和。游戏架构所具有的简明、
强制、互动等特点，决定了游戏活动同时具有强制性
和自由性两种特性：１．游戏玩者通过具有符号意义
的行为，来呈现游戏设计者的符号意义设计，这是游
戏的强制性；２．玩者通过游戏规则所未经设定的行
为，来制造新的意义，从而创造出完整而自足的游戏
世界，这是游戏的自由性。
游戏世界并不是游戏设计者制造出来的，而是

通过游戏玩者对游戏架构中空白意义的填补来实现

的。游戏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野不仅仅基于游戏设
计者对游戏架构的虚拟性设计，它必须通过游戏玩
者对符号行为意义的共同的心理认同来完成。康德
借助“游戏”来阐明审美活动所具有的“无目的的合
目的性”，如果从游戏符号学的角度出发，这其实是
康德在不同的理论层次之间跳跃的结果，或简言之
“跨层”。游戏玩者参与游戏，首先需要放弃现实世
界中“功利性”的目的，以“游戏心态”进入游戏，遵从
规则。游戏拥有目标，但这一目标仅在游戏内对游
戏玩者有效，跳出游戏则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古
特曼称游戏“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活动”。但从更高的
层次上讲，游戏制造出的游戏世界本身与现实世界
形成一种或积极或消极的对应关系，游戏是人类理
解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因此，游戏活动
本身能够渗透出人类所追求的“崇高”境界，是更高
层次的“目的”。
在逻辑上，游戏文本拥有一个符号意义的接收

者，它并不仅仅指某个具体的游戏实例文本的观看
者，所有对游戏文本的形成进行观照，在任何角度对
游戏文本给予解读和阐释的人都是“观者”。古特曼
称“游戏不需要观众，因为游戏表达了游戏者自身的
一种愉悦，这种愉悦无需得到他人的认可”［２］１５。游
戏可以无“观众”，但却必有“观者”。事实上，游戏玩
者本身就是游戏的“第一观者”，在对弈之中，双方棋
手做关注的都是全盘的局势，这一点与“观众”看到
的并无不同。“观者”与“玩者”是两个符号身份，在
同一游戏参与者身上共同体现，这是游戏文本的一
个重要特点。
游戏是演示性叙述的一种，也就是说，游戏的进

程本身就是游戏文本，游戏通常会有一个“结局”，表
明了玩者的胜负关系，但“结局”本身只是游戏进程
的一部分，而不是游戏的“最终形态”。游戏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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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比分来进行解读。游戏毕竟不同于记录
性叙述文本，譬如小说、诗歌等。小说、诗歌以“最终
形态”作为文本的依据，其创作过程无论如何曲折，
只能算作“文本”的伴随文本，作为读者理解作品的
辅助性因素。游戏文本是多人“创作”的结果，这里
面，包含了游戏设计者的最初设定，包含了游戏玩者
的具体行动，甚至也包含了观者对于游戏进程的干
预。
二、游戏文本的双重互动结构
我们对游戏文本中重要的符号身份有了初步的

了解，就可以对游戏文本的构成进行更深入地观察。
在游戏活动中，经典的传播学“发送者———符码信
息———接收者”模式并没有改变，依然有效。特殊的
是，游戏进程中最重要的符码信息经历了二次传播，
形成了二个彼此关联又相互区别的符号文本，在三
者而非二者之间传递———笔者将其称之为“游戏文
本的双重互动结构”。它可以概括为如下的样态：游
戏设计者———（游戏内文本）———玩者———（游戏文
本）———观者。这一文本有其特殊的传播形态与结
构，是游戏符号学和叙述学的基础，也是理解游戏叙
述特点的关键。我们发现，在一个游戏实例文本中，
具有两重的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分别与不同的符
号文本相联系。
第一重的发送者与接收者是“游戏设计者”与

“玩者”，玩者接收游戏设计者所提供的“游戏内文
本”，对其进行阅读和理解，甚至修改。引入“游戏内
文本”这一概念，是为了说明游戏玩者的“阅读”对象
也是非常具体的符号文本，它应当被赋予一个独立
的名称，并在游戏研究中给予特殊的重视，而这一
点，在以往的游戏研究中是被忽略的。“游戏内文
本”是游戏设计者提供给玩者的符号文本，主要包括
了游戏规则和游戏框架两部分。玩者对“游戏内文
本”的阅读和理解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点与阅读小
说或观看电影不同，玩者会不断揣摩游戏内文本所
提供的信息，逐渐形成自己玩乐的风格和策略。
第二重的发送者与接收者分别是“玩者”与“观

者”。通过阅读和理解“游戏内文本”，玩者得到参与
游戏的资格。在游戏中，玩者们的行为和选择形成
不断变化的游戏文本。对游戏文本所进行的阅读具
有历时性和连贯性，游戏设计者借助这一点，将诸多
具有相关性的游戏文本进行联合。游戏内文本包含
了游戏文本形成的核心机制，游戏文本是游戏内文
本的具体衍化。传统游戏中“篮球”游戏、“足球”游
戏的分殊，电子游戏中所谓的“同一款游戏”，指的都

是“游戏内文本”的同一性。同一个游戏内文本，可
以产生无数个游戏文本。然而，“游戏内文本”并不
是游戏文本。只有棋盘、棋子和游戏规则，无法形成
对弈；只有设定好的计算机程序，无人进行操作，也
不称其为电子游戏。简言之，必须有玩者的参与，游
戏才能成立，游戏的叙述性也是在此过程中得以呈
现。
游戏不能被反复“阅读”。一场球赛，只能观看

一次，观看电视直播或转播，都是对在摄像机镜头的
引领下所进行的“二次叙述”的观看，已经是经过了
栏目导演的加工和处理（不管电视媒体如何宣传自
己的“自然主义”立场）。“二次叙述”可以被记录和
保留，初始的现场观看却无法还原。传统的游戏研
究通常会忽略游戏实例文本的特殊性，而过分关注
游戏内文本的普遍性。廓清游戏内文本与游戏文本
的关系，是我们进行游戏符号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游
戏符号学研究与其他以“游戏机制”为研究对象的游
戏研究的差别。
三、游戏叙述文本的互动性
游戏文本具有双重编码、双重解码的特质，两套

文本存在着相互干预，彼此影响的关系。“互动性”
是游戏叙述文本的另一个特征。我们之所以称之为
“互动”，是因为在游戏内文本与游戏文本的形成过
程中，不是由此及彼的传递关系，而是彼此交往的对
话和互动关系。具体而言，游戏文本的“互动性”是
通过二组关系中的三个符号身份———游戏设计者、
玩者与观者———之间的相互干预来体现的。
我们反复强调三个身份的“符号性”，而不是指

称具体的某类人群，正是看到了在游戏活动中，在一
个具体的参与者身上，可以兼具二到三个身份。

（一）游戏参与者兼具“玩者”和“游戏设计者”身
份

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参与者可以在游戏进程
中对游戏进行重新调整和设计，前提是游戏玩者的
共同认可。譬如，街头足球赛可以随意以两个高度
不定的固定物（如书包）作为球门，街头篮球赛则可
以规定玩者不可进行贴身对抗。网络游戏中，玩者
会根据一段时间内游戏角色的胜负次数和频率，对
游戏设计者提出调整建议。而某些玩者会通过一些
方式更改电子游戏程序代码，从而达到某些特殊的
效果。在围棋界，就流行着三种不同的判定胜负的
标准：中国大陆的“数子法”、日韩的“数目法”和中国
台湾的“应氏规则”计点制度。而三种规则的形成，
则是根据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玩者的经验和习惯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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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如果将视野放长远，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游
戏规则都会受到具体的游戏环境和游戏结果的影

响，“玩者”实际上肩负着不断调整游戏规则的使命。
（二）游戏观看者兼具“观者”和“游戏设计者”身

份

“观者”不仅仅阅读游戏文本，同时也具有改变
游戏进程的能力。俗语云：“观棋不语真君子”，实际
上是对观者进行的道德约束。游戏规则本身并没有
对游戏的观者的话语权进行约束。换言之，观者的
“指点”会对游戏玩者构成某种程度上的影响。
在体育竞赛中，“教练”的身份也是“观者”，他不

参与游戏，但他却可以通过话语或战术部署来改变
“玩者”的行为，从而影响整个游戏的进程。而“教
练”更重要的使命则是在真正的竞赛前对“玩者”进
行预备性的训练，这构成了游戏文本的“伴随文本”。
更加严重的是，观者通过游戏外行为来终止游戏进
程，甚至影响具体玩者的命运。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９日，
利物浦与尤文图斯在布鲁塞尔海瑟尔体育场的欧洲

冠军杯决赛中相遇，在比赛中，不断有双方球迷的辱
骂和投掷行为。混在利物浦球迷里的足球流氓与尤
文图斯球迷大打出手，导致看台倒塌，当场压死３９
名尤文图斯球迷，并有３００多人受伤，造成“海瑟尔
惨案”，球赛被迫停止。赛后所有的英国球队并被禁
止参加欧洲的赛事长达五年之久，利物浦球队则达
七年。
通过三种符号身份的互动交往、转移替换，游戏

文本得以动态呈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游戏文
本是由游戏设计者、玩者、观者合力制造出的符号文
本。赵毅衡称：“任何叙述应当符合如下底线定义。
一个叙述文本包含由特定主体进行的两个叙述化过

程：１．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
号文本中。２．此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
和意义向度。”［４］因为游戏活动涉及人物、时间与情
节的变化，所以因之产生的游戏文本必然会形成广
义上的叙述文本。而游戏符号文本的种种特征也会
相应地出现在游戏叙述文本之中。进言之，游戏在
演示性叙述中具有特殊性，也在于游戏中不存在绝
对被动的“阅读者”，所有的身份都可以对游戏文本
进行主动的“书写”。无论是玩者还是观者，都不是
被动的“阅读者”，他们都可以参与游戏文本的“书
写”，并使自己的行为最终成为游戏叙述文本的一部
分，他们同时也是游戏文本的作者。相较其他的艺
术作品，游戏具有更强的互动性。文学作品是作者
写定之后由读者进行阅读，电影是完成拍摄与剪辑

后，以成片的形态放映给观众看的，“作者”相对是唯
一的。
游戏叙述的互动性，具体呈现在对两重游戏文

本的“阅读”和“书写”上：玩者对“游戏内文本”的“阅
读”和观者对“游戏文本”的“阅读”。如果考虑到观
者和玩者的身份转化，这一“阅读”过程可以细分为
四个部分：１．“玩者”对游戏内文本的阅读：如足球运
动员熟悉比赛规则和赛场情况。２．“玩者”对其他
“玩者”行为的阅读：玩者的身份中天然地包含着一
个观者身份，玩者必须对游戏进程和其他玩者的行
为进行“阅读”，而这一阅读过程本身也成为了游戏
文本的一部分。如对弈过程中，一方举棋不定，瞻前
顾后；又如球员在球场上“审时度势”，并随机应变。

３．“观者”对游戏文本的阅读：如球迷观看球赛。４．
“观者”对游戏文本的干预：观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通过特殊的方式来左右游戏进程，这一过程通常也
伴随着他们对游戏文本的“即时书写”：如教练员改
变战术，替换球员，改变游戏进程；又如球迷呐喊助
威，球员受到激励；甚如球迷殴斗，影响比赛进程，造
成游戏中止。
当然，在戏剧和电影领域，也曾出现过利用“互

动”来营造特殊的观看效果的尝试。１９６７年，在蒙
特利尔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捷克导演拉杜兹·辛
赛拉（Ｒａｄúｚ　Ｃｉｎｃｅｒａ）展示了他的电影《自动电影：
一个男人和他的房间》，这是历史上第一部互动电
影，观众可以通过按手中的红绿按钮来投票选择后
面的剧情。只是在这些例子中，互动的频率和复杂
程度较低，无法与游戏活动相提并论。
游戏叙述文本，是游戏设计者、玩者、观者三者

合力书写的结果。游戏叙述，具有双重互动，即时读
写的特点。因为形成游戏叙述文本的过程过于复杂
多变，所以，我们很难确定“游戏叙述文本”的“作者”
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游戏文本，它的
“作者”都不可能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系列动
态因素的集合。也正因为如此，在游戏中，任何一种
可能对游戏叙述进行干预的因素，都会寻求一个理
想的“读者”目标，在在叙述学理论，我们将其称之为
“隐含读者”。“游戏设计者”所期待的“隐含读者”是
游戏的“内行”，是熟悉、了解游戏规则和游戏架构的
人。而电子游戏设计者则不仅仅要求“读者”熟悉这
一游戏的规则，也要求他们熟悉这一类型的游戏架
构，甚至也必须熟悉电子计算机的操作，而这一点决
定了电子游戏的观者群体的小众化。而对体育竞技
赛事进行报道的各类型媒体，根据游戏叙述文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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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再叙述”，他们则希望“读者”可以在游戏文本所
衍生或相关的各种“伴随文本”中找到自己的兴趣
点，从而达到任何程度上的有效传播。因此，体育媒
体利用各种方式来“刺激”受众，吸纳各个层次上的
观众，无论你是“内行”还是仅仅是对球员的外貌感
兴趣的“外行”，都能够在体育传播中找到适合自己
的信息。谁制造或干预了游戏叙述文本的形成，谁
就将可能被接收的符号意图灌注在了叙述文本中，
就由此指定了“隐含读者”的一种解读的意义向度。
电子游戏的研究者通常会强调电子游戏能够被

“记录”的特质，从而将其与传统游戏区分开来。在

２００１年“电子游戏研究元年”的大会上，电子游戏研
究者艾斯本·阿瑟斯（Ｅｓｐｅｎ　Ａａｒｓｅｔｈ）称，作为人类
活动的游戏与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文学、绘画、雕
塑、电影等不同，其形式虽然相对固定，但却不能形
成具有持存性的“作品”，无法构成美学研究的基础。
而电子游戏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局面，通过电子计算
机这种“多媒体”，游戏过程（至少是游戏过程的部分
呈现）可以被“记录”下来，成为可供分析的文本对
象。然而，这种“强调”本身就缺乏现象上的支撑，它
只是基于电子游戏玩者的心理体验。电子游戏玩家
在参与同一款电子游戏程序的时候，即便遇到“游戏
结束”（有些游戏也会这样提示：“你已经死了，是否
在上一个存盘点重新开始”）的提示，再次进入游戏
后，通常也会“认为自己是在玩同一个游戏”，而不会
意识到已经开始了另一个“游戏实例文本”。游戏架
构的自身连贯性太强，重新开始游戏的各项成本较
低和相对比较单调的操作方式（鼠标、键盘中相同键
位的点击）是玩家产生类似心理体验的基础。而倘

若是一场足球赛事，以同样的“资源”（相同的参与
者、相似的时间和环境条件）投入重新再战的可能性
则小得多。
在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的纠结，也许会陷入唯名

论与唯实论的争议。不过，电子游戏的研究者不应
当忽略，与传统游戏一样，电子游戏也是依靠游戏玩
者的“动作”作为游戏进程的基本构成因素的，只是
玩者的“动作”通过计算机终端转化为电脑屏幕中所
操作角色的动作。玩者的“动作”虽然简单，只是在
鼠标或键盘上的敲击，但同样符合游戏文本构成的
基本法则。游戏世界的构成绝不是依靠的“屏幕”的
分隔，而是游戏玩者的符号意义的心理认同。当然，
增强“脚本”的控制力度，从而减少游戏玩者行动上
的自由度，是电子游戏近３０年来的创造性力量，也
是他与传统游戏逐渐分野的缘由。电子游戏研究者
将电子游戏与电影相比肩，也就不难理解了。
四、结论
从游戏文本的双重互动结构来理解游戏叙述文

本的特点，是笔者进行游戏广义叙述学理论建构的
出发点。游戏叙述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沿用
传统叙述学研究的思路，不可能利用研究记录性叙
述文本的理论途径。而游戏叙述即时读写，双重互
动的特征，也决定了它与其他演示性叙述文本的区
别。游戏广义叙述学理论的建立，有赖于坚实的理
论基础和正确的研究方向。在更高的理论框架中，
将体育研究的既有成果与电子游戏研究进行深入的

融合，建立更为广泛的和具有普适性的游戏理论，是
游戏研究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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